
疑虑: 评析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牛　军

　　“疑虑”作为一段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对于中国对美外交的影响, 甚至对整个中国外交的影响, 都是巨大而深刻

的。

用疑虑来概括冷战后中国人从战略层次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最恰如其分的, 不

论是从思考的起点, 思考的心理状态, 还是目前思考所处的状态等哪一方面看, 都是如此。这

里所谓的“疑虑”, 简单地说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 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 对

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 尽管有时也会泛起一阵希望, 对改善中美关系报有一种积极

的预期。

一

中国人的疑虑最初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天安门事件与苏联集团的崩溃几乎同时

发生。美国政府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制裁中国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以及在历次有关中国最惠

国地位的争论中, 美国国内各方面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和攻击, 在中国人中引发了这种

疑问, 即为什么在苏联集团崩溃前,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可以

置诸脑后, 而在苏联东欧巨变后, 却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大张挞伐?

从当时的情况看, 他们的反感和疑问导致的是被侮辱和被抛弃感, 而不是怀疑美国处理

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而且基于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 他们对“老朋友”布什总统

(在中国经过与美国的错误政策坚决斗争后) 最终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抱有希望

的。① 因此中国决策层对布什政府的一些行动 (包括布什在 1992 年大选期间宣布向台湾出

售 150 架 F- 15 战斗机)的反应, 比较而言是相当有节制的。② 实际情况是到 1992 年间, 中

美关系也的确出现了改善的趋势。

1993 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后的有关言行导致中国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克林顿在竞选

期间的一些言行, 以及他领导的政府从执政伊始便公开宣布, 其对华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政

治反对派, ③ 并在不久后便为中国的最惠国地位附加人权条件, 使中国决策层几乎断定,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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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克里斯托弗在提名听证会上阐述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 1993 年 1 月 13 日, 见 1993 年 1 月 22
日《参考资料》第 9 页。

有关这一状况的描述可见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27—431 页。

王缉思先生认为, 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行为方式的影响, 故更关注
领导人之间和国家之间可以称为什么样的关系。如称某人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本身就意味着对此人意
图的信任。因为朋友之间会产生误解, 但不会或不该是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国的意图就是“西化”、“分化”中国。这种认定一经形成, 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其影响也是相当

深远的。从那以后, 中国决策层显然一直认为, 有必要对美国的意图保持警惕, 要警钟长鸣。

挫败被认为确实存在的美国的此类政策, 成为中国一些重要的内外政策的起因和动力。①

1993 年夏季发生的“银河”号事件和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 反对中国举办 2000 年奥林

匹克运动会事件, 导致了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海湾战争期

间, 部分中国人还认为,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主持正义和敢于负责任的国家。但现在在

更多的中国人的心目中, 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国家。②

美国形象变化引起的深层疑问是, 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霸道的、与推行民主自由

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 这种疑问在本世纪初就存在, 因此引起的共鸣也是巨大的。它与对美

国反感的情绪相结合, 成为后来那种断定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看法的主要根源。那

种看法目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即使不是占主流的, 也是相当相当普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不论作出何种积极的努力, 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为形势所迫或基于利害

关系的考虑, 总之决不会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1993 年中国决策层与中国公众在对美政策上开始形成共识, 其契合点即在于对美国的

意图的怀疑。中国决策层认为, 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地包含着颠覆中国政府的企图。中国公

众则相信, 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上上下下的怀疑导致了此后中国人对美

国的反感的增长。

也正是从这时起, 中国公众 (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 开始认同并响应一年前召开的中

共十四大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号召。在那次大会上, 中国决策层给霸权主义的重新定义决定

了冷战后中国反霸斗争的特殊含义。按照中国决策层的解释, 冷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差

不多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言行, 例如在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上“强加于人”和“双重标

准”, 在台湾问题上“干涉内政”, 在国际事务中“以强凌弱, 以富压贫”, 在军控问题上“只许州

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等等。③

上述状况构成了中国人自李登辉访美后思考中美关系的主要背景, 后来对中美关系的

战略思考就是在这样充满“怀疑”的气氛中展开的。

二

1994 年 5 月, 克林顿政府宣布将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 中美关系一度出

现了改善的势头。那以后中国人也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以为中美关系近一年多的平稳发展会

长期持续下去。然而好景不长, 1995 年夏季, 由于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 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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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2 年
10 月 12 日。刘华秋:《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
社 1992 年版, 第 283—284 页。

关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的分析可参阅金灿荣:《中国人的美国观》,《国际经济评论》, 1997 年
第 9—10 期。

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有关重要决议中, 均反映出了对美国的意图的认
识和警惕。参见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1995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96 年 10 月 10 日。均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学习出版
社 1996 年版, 第 33—34 页、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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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国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疑虑成为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调, 而且越来越深刻。

差不多是从这时起, 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

也就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展开了频繁的讨论, 其实也就是辩论, 只不过不像美国那样公

开和激烈罢了。

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中国有关方面在采取对策前急于弄清楚: 美国在李登辉访美

问题上出尔反尔用心何在, 以及克林顿政府到底推行的是何种对华政策?讨论是在包括军队

有关部门在内的各单位的国际问题专家中展开的, 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 而且对

决策层的影响也在加强。①讨论中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 即美国对华政策 (1)是接触;

(2)是遏制; (3)是接触与遏制并用, 或曰软硬两手。②这里无意详述各种观点之异同, 只是想

指出, 不论哪一种判断, 无不是以美国对华政策居心不良为前提的。“接触”也好,“遏制”也

好,“软硬兼施”也好, 无非都是些手段, 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搞垮中国”, 或是为了“阻止中国

强大”, 或是为了将中国纳入“⋯⋯轨道”, 总之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③

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表现出的另一个共性是, 他们都认为中美关系难以把握。如果追随讨

论的过程便可以发现, 他们对中美关系进程的判断, 往往直接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的影

响。通常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波动导致了他们判断的波动。往复多次便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即

担心中美关系会因长期动荡不定而失控。因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感到把握不安, 因把握不定

而产生危机感。如此循环, 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深切忧虑”的心理状态, 并认定不确

定性至少也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之一。

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逐步兴盛起来的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讨论, 强化了对美国政策的

疑虑。从战略层次上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 与在理论层次上比较独立地思考中国的

国家利益, 几乎是同步开始的。④特别有意义的是, 研究界对中国国家利益独立思考的结果,

是与中国决策层的以往看法趋同, 而且客观上起着将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理论化和系统化的

作用。在他们看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主要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

的统一, 这些也被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或生存发展的“起码基础”。⑤

将中国国家利益的上述认定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观察, 其结论

既是严峻的, 也是一目了然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 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美利益对立已经具有“战略对立的味道了”。⑥极而言之者甚至认

为, 对中国来说, 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都要来得复杂和严重, 因为“美苏

之间的危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竞争, 至少不直接关乎独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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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缉思:《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
估》; 徐勇:《中国人的海洋时代: 太平洋与边缘海战略》,《战略与管理》, 1997 年第 1 期。

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时殷弘著《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战略与管理》, 1996 年 6 期; 王
缉思著《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吴白乙著《21 世纪前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发
展目标》, 打印稿; 阎学通:《中国的安全》,《美国研究中心简报》, 1997 年第 7 期。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天绪:《浅析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太平洋学报》, 1997 年第 2 期; 王缉思:《世纪之交的中美关
系》,《美国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可参阅 1995 年以来在《美国研究》、《战略与管理》、《国际经济评论》、《太平洋学报》等杂志和《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著。

杨洁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国际问题专家对决策的影响在加强。见《后冷战时期中美相
互关系决策的特点》,《国际问题论坛》, 199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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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 而中美之间近年所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

问题都直到接关系中国此类的核心利益, ⋯⋯”。①

在中美关系涉及的经贸、人权、安全、武器扩散等领域里, 有相当多的现象可以被用来证

明上述看法, 不过最典型的仍然是台湾问题。当中国人说美国在打“台湾牌”时, 绝不仅仅是

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且是在揭露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强盛。在中国人看来, 只有完成

国家的最后统一, 中国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 没有一个被称为强

国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

是在挑战中国的历史, 也是在挑战中国的未来。

疑虑所产生的影响与反感、愤慨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营造了情绪化的气

氛, 前者则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它不会推动对美国行为的过

激和非理性的反应, 但却引导出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和诸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

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的政策。从处理对美关

系的角度看, 它们结合在一起, 可以被称为是“预防性反遏制”(它当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

全部内容) , 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将来有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能力, 最终迫使美国彻底地

和永远地打消“遏制中国”的念头。

“疑虑”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虽不像反感、愤慨和敌视那样情

绪化和容易被感觉到, 但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 甚至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都是巨大而深

刻的。这种疑虑的存在, 使关于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安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一类言词, 听起来

像卓别林的喜剧, 既滑稽又酸涩,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 当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 (如在台湾问题

上的分歧)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 不仅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美国甚至不肯对其态度做

基本的调整。

可以肯定地说, 中国人的疑虑不是可以被轻易抹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批评有时听起来

十分严厉, 其实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 中国不打算也没有精力管别人的事, 也希望美国不要

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不要在台湾、西藏一类问题上向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 中国人的

疑虑也就在于, 他们不相信美国真的会那样做, 即使是在它声称要与中国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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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殷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国内背景》,《战略与管理》, 199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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